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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实”与“信”: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“求真”指向

陈安民 (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)

光绪三十四年( 1908) ，清廷官方性质的《学部官报》公布了“审定中学暂用书目”约两百种，并为

之各撰“提要”以述评各书内容、史源与优缺点。与中国传统的“提要”撰述相比，此处的范畴运用与

批评模式并无本质不同。唯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关于山西大学堂所编《西史课程》的“提要”中，出现了

“泰西史家最重批评”一语。① 这一论断反映了一个事实: 近世中国史家言史学批评，多了一个难舍

难离的参照系，那就是西方史家的史学批评。比较地审视，自然有世界视野的获得，当然也免不了文

化的焦虑，不过恰恰也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动力。在此，拟在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的参照下，谈谈中国古

代史学批评的观念根基，以见“最重”二字是否合乎实际。

一、以“求真”理念统摄史学批评

学界今日所言“史学批评”之“批评”，系指分析和评判，既有正面的鉴赏和阐述，又有反面的否

定和辩难。② 其核心含义，与学术界惯用的“批判”大致相同。③ 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对象与构

成体系，学界各有大同小异的划分。如有学者以三层次论，即“史料来源、记载真实性、准确性，史书

编纂、修史制度、叙事艺术，史家素养、史学思想、学术宗旨”等。④ 虽然这些批评所涉各有侧重，但服

务于历史研究的求实、求信，则是其一以贯之的根本理念，此点不待烦证。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以

“史学批评”四字概述中国古代史学的相关评论与驳议活动，既合乎中国史学固有之传统，亦与“泰

西”古典史学批评的理路合辙。
揆诸中国和“泰西”史学批评之实际，“批评”与“求真”确系相生相成。卢奇安( Lucian，约 120—180

后) 在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《论撰史》中指出，夸夸其谈的史著“为有批判力的读者

( ，in the spirit of judges) 所不取，更不能逃过吹毛求疵的批评家( ，

of fault-finders) 的非难; 这些批评家……当场挑出你的伪币，只接受够成分够重量的真金。我们编撰历

史，就要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”。作者于此，侧重的是通过细致而严肃的否定性批评而获取真相。不

过，这仅仅是批评的消极一面，即首先讨论“历史家应该避免甚么，必须清除甚么缺点”，进而所要讨论

的，则是“应该采取甚么正路走上康庄大道”。⑤ 全文的总体理路是既有否定之驳难，又有正面之阐扬。
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批评，其基本的论述理路亦与此相同，“实事疾妄”“匡正”“商榷”之语是其明证。
“祛其疑，乃能坚其信，指其瑕，益以见其美。拾遗规过，匪为 龁前人，实以开导后学。”⑥钱大昕这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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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，堪称对于史学批评理路的经典表述。否定性的驳难，承担着基本的纠谬功能，最能体现中国古代

史学批评的精神。“曲笔”“疏谬”“不实”“非才”“失真”等表述，是此类概念的代表。不过，正面揭

示奥义、阐述意蕴的批评亦不可或缺。“事文义”“良史”“实录”“信史”“直书”等概念的生成与丰

富，更多的都是正面提炼的成果。当然，史学史的实际情况绝非真伪、高下的截然相分，史学批评也

就自然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。章学诚在刘知幾“才学识”论与孟子“事文义”论的基础上提出“史

德”范畴，便是扬弃的典型。正是在对于是非杂糅者的持续批评中，历史研究之求真获得了后出转精

的发展，史学理论的范畴与体系随之逐步丰富、深化和提升。
中国古代史家和“泰西”同行的史学批评皆指向史学的求实求真，与他们对史学本质的规定相一

致。在卢奇安看来:“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，那就是实用( ，useful) ，而实用只有一个根

源，那就是真实( ，true) 。”①这一认识，在“实质主义”居于主导而否定历史知识可靠性的知

识氛围中显得尤为可贵。它也深度契合于中国古代史学之优良传统和根本特质，即“求真”与“致

用”的统一。否则，致用就不成其为“史学”之用了。② 从这一意义上讲，史学批评，正是助力“求真”
的手段;“求真”，又正是指导史学批评的根本理念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今日广泛使用的“求真”一语，并非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理论体系构建中的最高

范畴。大致与其相似的指涉，人们所惯用的，乃“实录”之“实”、“信史”之“信”、“直书”之“直”等。
与前两者一样，“真”运用于史学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，如《韩非子·显学》篇所讲孔墨的“真尧舜”
问题。③ 唐人刘知幾在《史通·辨职》篇言:“必于史职求真，斯乃特为难遇者矣。”④这是“求真”连用

的较早实例，指求得合乎职责要求的史官。此后，明人王世贞的“蔽真”“失真”“溢真”之论也颇有影

响。⑤ 但总体上讲，“真”并未像前三者那样获得创造性的概念生成和最高认可。依据有二，一是有

逻辑关系的从属层次问题，二是所获得的理论阐述的明晰度不同。司马迁提出“考信于六艺”之后，

刘勰于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篇言“贵信史”，吴缜予以理论性的说明，崔述又径直以《考信录》名书。在

为《考信录》所撰《提要》中，崔述所考前人致误的类型之一乃记忆失真之弥缝。⑥ 二级标题所用之
“真”与书名之“信”显然并非同级。班固以“实录”评价司马迁其人其著，文学理论家刘勰继而以之

作为“史传”的标志，刘知幾亦以之追评南董，皇帝文诰如《修晋书诏》等也以此要求诸家撰述，历代

官方史学的核心之作更径直以“实录”命名，乾嘉考据学者宣言“实事求是”。刘知幾《史通》之《直

书》篇，其下有“真伪相乱”一语，⑦二者的逻辑层级又自不待言。不过，细究起来，“直书”与“实录”
“信史”亦有明显的差异。从《史通》之《直书》《曲笔》《惑经》等篇来看，刘知幾所言“直书”更多侧重

于史家不避强御、如实记载恶行的品德与过程而言，求得“实录”或“信史”乃最终的目标。近人言
“实录”论是刘知幾“基本的史学理论”，⑧不无这方面的考虑。

因而，从语汇的角度讲，与西方史学“求真”的最佳匹配可能应属“求实”“求信”。但就中西古代

史学之“求真”观念而言，不宜说同等看待“求真”与“直书”乃“比附”⑨的结果。今日史学学科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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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“求真”，乃“追求对于已往历史进程的正确论述”。① 以之统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所求之“真”是

符合实际的。班固由批评而赞赏司马迁:“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

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”②刘知幾批评孔子修《春秋》为贤者讳，认为史官执简宜类于

明镜照物、虚空传响，“苟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，善恶必书，斯为实录”。③ 吴缜强调“有是事而如

是书”“事得其实”; 又定义信史:“必也编次、事实、详略、取舍、褒贬、文采，莫不适当，稽诸前人而不

谬，传之后世而无疑，粲然如日星之明，符节之合，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，然后可以号信史。”④如果

说前两者更多表现出一种不带入主观情感的符合论历史真理观，那么后者的“信史”，又多了融贯论

视阈的审视( 与前人“不谬”且后学“莫敢轻议”) 。从西方古典史学来看，希罗多德、修昔底德、塔西

佗等人的追求亦大致同此。如修昔底德明确说: “在探讨古代历史时，我们应该用最准确的事实

( ，truth) ，最明显的证据来进行研究。”并且特别强调，他自己从坚实证据中所得的“事实真

相”不同于诗人的夸大，也不同于散文编年史家“缺乏证据的”结论。⑤ 后世学者常以亚里士多德论

诗歌比历史更真实，证明希腊哲学普遍主义对于个别性历史知识的敌视。一则可能忽略了亚里士多

德的原意，⑥二则也夸大了史学家所求之真与亚里士多德式的“真理观”的差别。亚里士多德说:“凡

以不是为是、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，凡以实为实、以假为假者，这就是真的( ，true) 。”⑦如是

界定，一则肯定实际事物本身的存在，一则强调认识、理解、叙述的真假对错。后者的关键，则在于符合

前者与否。因而这样的真理观被称为符合论。很明显，西方古典史家所追求的史学“真实”，与亚里士

多德言“真”的内在逻辑也并无二致。尽管现代西方有关“真”的界说层出不穷，然而并未在根本上证伪

符合论的真理观。⑧ 因此我们以“真”统摄表达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所求之“实”与“信”，符合自身实际，

也合乎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的理想。在二者那里，通过史学批评以求真的实在论信念是根深蒂固的。

二、以批评明确史学戒律

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贡献于史学求真、理论构建的全局性成果，可能当属“事文义”论。个中精义，

学界多有卓论，此处仅补白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两点。一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既充分重视言语与文

字在“所指”上的限度，然而却未走向文本主义，依然强调“事”本而“文”末; 更未如道家那样，走向将

叙事之美与历史真实对立的极端( 渊源于《老子德经》第八十一章言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⑨) ，反而

非常严肃地讨论了史文表述的审美问题。二是不同于杜预、吴缜、朱熹、四库馆臣等以“褒贬”释

“义”，章学诚将“义”视为在宏观历史哲学之下的事实选择与编撰匠心。他说: “史之大原，本乎《春

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昭乎笔削。笔削之义，不仅事具始末，文成规矩已也。以夫子‘义则窃取’之旨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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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固将纲纪天人，推明大道。所以通古今之变，而成一家之言者，必有详人之所略，异人之所同，重

人之所轻，而忽人之所谨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，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，而后微茫杪忽之际，有以独断

于一心。”①有学者指出，这样的“义”即“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体系”和“研究纲领”。② 基于如是之

“义”的史学批评，往往指涉事关全局的历史真实，进而改变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面貌。如班固批评司

马迁置今王于“百王之末”，为了突出当代而断代为史，这是因古今关系的不同认识，改变了历史编纂

的时间断限; 李大师、李延寿父子不满割据对立时期的历史编纂而“编年以备南北”、明人批评元修三

史“各以正统”而改作宋史、清人又批评陈邦瞻《宋史纪事本末》以宋为尊等，这是民族本位眼光与多

民族一体视角的差异重塑了历史编纂的空间范围; 马端临评价杜佑《通典》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

差异乃“编简浩如烟埃，著述自有体要”，③这是编纂目的和体裁结构影响内容重心。凡此，皆反映了

在“义”这一层面的差异影响了甚至决定着历史事实的选择与解释。
当然，无论是褒贬论者还是章学诚等，“事”与“义”之间的张力都是他们所特别注重的。郑樵被

考据派讥讽，章学诚虽从“别识心裁”“通史家风”的角度加以申论，但史实根基不稳，终是硬伤。愈

是高明的体系，愈当立论坚实。尽管吴缜对于“义”的理解较章学诚狭隘，但他特别强调“事实”之

“明”对于“为史之意”的根基地位，这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信条。厘清、维护这一信条，正是中国古代

史学批评所特别着力之处。
其一，强调为史当善恶必书，力戒主观好恶。史之求实，有赖于史家之主观努力。历史之事作为

特定时空的产物，欲为他者和后人知晓，首先必有待史家录存。在古代中国，由于各类史官的存在，

言与事、天子与诸侯、内廷与外朝都有相应的记录机制。问题在于，历史的创造者，尤其是行为多可

议之处者，往往阻碍史家纪实。董狐书“赵盾弑其君”，被孔子誉为“书法不隐”的“古之良史”。④ 南

史氏闻齐太史因记“崔杼弑其君”而尽死，仍然不畏强权、不惧牺牲，执简前往。⑤ 刘勰在《文心雕

龙·史传》中概述这一优良传统为“直归南董”，西魏史家柳虯题以“直笔于朝”。⑥ 及至刘知幾予以

史学史和理论的总结，或以“直书”称之而正面赞誉、弘扬，或以“曲笔”名之而反面批评、鞭鞑。虽然

刘知幾的反思对象兼及“当时之简”和“后来之笔”，但是他所特别注重者还是南董精神。他说:“史

之为务，厥途有三焉。何则? 彰善贬恶，不避强御，若晋之董狐，齐之南史，此其上也。”⑦相形之下，

编次、勒成不朽之作的左丘明与司马迁只能退居次席。他之所以如此表彰“南董之志”，一则源于他

对尽可能多地留存历史真相之意义的高度重视，所谓当时草创者须“资乎博闻实录”; 二则源于他对

历史上大量曲笔现象的痛恨。非高扬“书法不隐”的直书精神，史学就肩负不了“记功司过，彰善瘅

恶”的使命。今人将此视为“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”，⑧依据也正在于此。刘知幾强调史家之牺牲精神

是极有见地的。中晚唐时期，韩愈修史因畏惧“人祸”“天刑”而流露出退缩的情绪，随即遭致柳宗元的

批评，便是无奈的验证。刘知幾又曾分析直笔不易、曲笔盛行的社会根源和个体原因，所谓“古来唯闻

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……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，高下在心，进不惮于公宪，退无愧于私室”。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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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卷 5《答客问上》，叶瑛校注本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，第 47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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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环境为曲笔留下了土壤，给直笔设置了障碍。故于职责之外，刘知幾又强调史家修养。他在论

“才学识”之后总结道:“犹须好是正直，善恶必书，使骄主贼臣，所以知惧。”①意图通过史家主体的个

人品德震慑作恶者以解决问题，当然勉为其难。
如何看待史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? 班固赞赏司马迁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。刘知幾所提倡的理

想状态则是要如明镜照物、虚空传响一般彻底摒弃主观。这一理想，人们常将之与近代客观主义史

学鼻祖兰克所言“如实直书”并提。实际上，同样注重历史借鉴的罗马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、塔西佗、
政治家西塞罗和理论家卢奇安等人也有类似论述。西塞罗曾旗帜鲜明地指出:“有谁不知道，历史的

首要原则是不可有任何谎言，其次是不可有任何不真实( Veri，true) ，再次是写作时不可偏袒，不可怀

怨?”②被誉为“暴君的鞭子”的塔西佗，声言自己“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，也不会意存偏袒”。③

卢奇安说:“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( ，mirror) ，清光如洗，纤尘不染，照见人

脸，丝毫不爽; 这样，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实。”④其间的追求之高和信心满满，于此可见。同

样曾经深深介入政治事务的撒路斯提乌斯，归隐山林后决心撰述罗马历史，也强调他“之所以特别对

这一工作抱有信心”，是因为这时“个人已经不再有所希求，不再有所恐惧，不再有派系的偏见。因此

下面我便简要地并且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一下喀提林的阴谋事件”。⑤ 这一自我反思，有独特的体验，

相对就要诚实和谦虚得多。章学诚针对刘知幾史才三长论，区分“文士之识”与“史识”而提出“史

德”说，进而指出:“盖欲为良史者，当慎辨于天人之际，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。尽其天而不益以人，虽

未能至，苟允知之，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。”⑥看到了如实直书的理想而又正视难以脱离自身主观

局限的实际，故强调此理想存乎于心、时时谨记则可，显然比简单地排除主观来得深刻与合乎实际。撒

路斯提乌斯“尽可能忠实”的境界庶乎近此，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之“恶意”的严苛批评则陈义过高。
其二，强调“阙疑”、“史”不可如“文”之“造言设事”。有坚实的史料依据，是为史学之“信”; 而

没有史料或史料不可靠之时，则“阙疑”，亦为史学之“信”。崔述针对诸子“造言设事以诬圣贤”而汉

儒不察、宋儒未辨继而“《外纪》《皇王大纪》《通鉴纲目前编》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，而圣贤

之诬遂万古不白”的情形指出，“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，则虽尽读五车，遍阅四库，反不如孤陋寡闻

者之尚无大失也”。⑦ 虽然结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但他于此看到了“博”与“所择”的张力，有关不同

性质的文献尤其是子部、集部所录能否作为史料的思考尤具启发。“造言设事”一语，实际上隐隐地

与中国史学很早便确立起的一个原则相对立，即“阙疑”。孔子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”的告诫，⑧为中

国史学批评所借鉴，逐步发展出“阙疑”这一戒律。《谷梁传》针对《春秋》系陈桓公“卒于二日”，认

为这是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之义。⑨ 刘勰批评“传闻而欲伟其事，录远而欲详其迹”的做法都是不

顾“实理”的“爱奇”表现，申言“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”。瑏瑠 顾炎武释孔子“所闻异辞”: “虽得之于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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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将参互以求其信。信则书之，疑则阙之。”①崔述表述得更为明确:“凡无从考证者，辄以不知置之，

宁缺所疑，不敢妄言以惑世。”②反观西方古典史学，证据意识亦极为明确，但在消极不语以成信方

面，则与中国古代史学的认识尚有差距。希罗多德说: “就我本人而言，我的职责是报道我听说的一

切，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。”③虽然有此声明，且在实际撰述中也常存异闻以备考，

但客观上却存在一种即使对于己所不信者也有闻必录的局面。修昔底德说: “人们不愿意付出辛劳

去寻求真理( ，truth) ，而是一听到什么故事就相信它。”④实际上就有批评前者“爱奇”“轻信”
的意思。然而，即使以“求真”著称的修昔底德，全书也有约四分之一的篇幅系演说词。其中有些是

他亲耳所听到的，有些则是通过各种渠道所获。鉴于“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

来”，他的惯用手法是拟撰:“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，另一方面当然要尽

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。”⑤如此广泛拟撰演说词的做法，在近现代饱受批评。诚如有学者所

指出的:“西方史学家写史大用修辞学的方法，于虚空中想象，自然谈不到所谓阙疑了。”⑥戒“虚空想

象”而“阙疑”，应当成为史学不可逾越的界限。
不过，纵然中国有严密的史官制度，某些史家也相当慎重，但“言”的入史依然难以与“演说词”

的使用划分出实质的区别，理论家的思考也有待解之处。章学诚说:“记言记事，必欲适如其言其事，

而不可增损……记言之法，增损无常，惟作者之所欲，然必推言者当日意中之所有，虽增千百言不为

多。苟言虽成文，而推言者当日意中所本无，虽一字之增，亦造伪也。”⑦这样的论述，实际上也给虚

构言辞留下了空间。因为，如何具体界定是否合乎“当日意中之所有”或“所本无”又会是仁智之见。
前人批评、质疑某些史著中有关人物心理活动、宫寝对话、决策内幕等方面的描写，其隐微也在于此。

正是在这样的批评中，逐步厘清并强化着史与文的差别。已有学者将文史差异放到学科分野中

审视，广泛讨论了文史分类的意见和目录学家的图籍划分依据，这里仅就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相

关思考略作补白。刘知幾在《史通》之《载文》《浮词》《曲笔》《探赜》《杂说下》等篇，广泛批评中不乏

理论思考。他说:“自战国已下，词人属文，皆伪立客主，假相酬答。至于屈原《离骚》辞，称遇渔父于

江渚; 宋玉《高唐赋》云梦神女于阳台。夫言并文章，句结音韵。以兹叙事，足验凭虚。而司马迁、习
凿齿之徒，皆采为逸事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邪!”又批评“嵇康撰《高士传》，取《庄子》、《楚

辞》二渔父事，合成一篇。夫以园吏之寓言，骚人之假说，而定为实录，斯已谬矣。”⑧所谓“事每凭虚，

词多乌有”者，远不止上述。⑨ 他对寓言、假说与实录的界限有着清晰而立场坚定的区分。顾炎武曾

批评以“史传”的标准衡量“本无其事”的文赋:“古人为赋，多假设之辞，序述往事，以为点缀，不必一

一符同也。”瑏瑠自然，“一一符同”则是“序述往事”的要求，“假设之辞”最好慎用。这一思考，保持了

对证据不足情况之下历史想象、历史推理等的警惕。文史之别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从普遍性与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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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性上加以区分，由此得出诗之“真”要比史著更可靠。① 这样的认识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思考二者的

特性差异，当然有其深刻性，为我们传统的史学批评所不及。不过，西方古典史家和史学批评家对于

何者更“真”的界定，与亚里士多德恰恰相反。文可以虚构而史则需指实，这在修昔底德、西塞罗、卢
奇安的论述中至为明确，与中国古代史家的观点并无二致。

如上的简要梳理表明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求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并与西方古典史学

有着同多于异的理念。约而言之: 第一，中国古代的“实录”与“信史”理念，其基本内核合乎亚里士

多德符合论式的真理观。求得“实”与“真”，正是中西史学批评的根本目标。虽然批评有肯定有否

定，不过通过纠谬以揭示历史真实是中西史学批评的基本理路，也是重心所在。第二，对于如何求得

“事实之明”，中西史学批评都强调史料与证据的重要性、执笔者的客观公正与不偏不倚。为了获取

可靠而全面的证据，强调史家的“书法不隐”，由此生成“直书”与“曲笔”等范畴。由“史学三长论”
而提升的“史德”论，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史家主客观关系的认识。唯在演说词和载言方面，西方古典

史家的大量运用和中国史家的谨慎节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凸显了中国古代史家在“阙疑”方面的贡

献。不过实际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章学诚等人在理论的思考上亦仍有含混未明之处。第三，中国古代史

家在批评中逐渐厘清了文史之别，强调史学之“事”不容“假说”，“事每凭虚、词多乌有”实乃大忌。西方

古典史家对于历史之“真”与诗歌之“真”的定性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，可与中国古代史家的认识遥相

呼应。
如果以上认识没有大谬，那么从观念的层面讲，“泰西史家最重批评”一语也就失去了古典史学

批评的依据。如果从批评对象的角度而言，审视近代开端至 1908 年以前的西方史学批评，最能体现

其批判精神的无疑是“圣经学”和宗教文献学的诞生。不过，处于类似经典地位的经学在中国古代并

非不可批判，统治者钦定的“正史”与官修史书亦是史学批评的对象。如果从代表作的厚重和知识体

系的角度看，《文史通义》之后的 19 世纪，相对于西方“批判的历史哲学”的提出和著作、学派的层出

不穷，中国史学批评方逐步落后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不宜妄自菲薄。如果从方法的层面审视，乾嘉考据

学所达到的水平与兰克史学亦在伯仲之间。如果将“最重”之“重”理解为重视程度，则更难成立。
与西人一样，中国古代史家既勇于批评别人，也敏于自我批评; 既对史学的后出转精表露出一种谨慎

的积极乐观，又对自己批评之作中留存的罅隙有着清醒的警觉。明确经世的司马光声言“岁月淹久，

其间抵牾，不敢自保”，②被认为“钻故纸堆”的乾嘉考据学者如钱大昕也明言“自知盘烛之光，必多罅

漏，所冀有道君子，理而董之”。③ 有学者讲，不经过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洗礼，思辨的历史哲学就是空

中楼阁。这话所反映的道理诚然不错，但是在中国史学史的长河中，要找到一个没有批评他者与自

我反思而盲目撰述的学者，何其难哉。西人所谓: “中国史学的发展，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

后障碍———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，不顾由此引发与利用过去的时贤冲突。中国人追逐博学，然永远

没有发展批判史学( critical historiography) 。”④这样的认知，同样失误于对中国史学批评史欠缺了解。
相比之下，“提要”作者虽也低估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就，但其心态则要谦逊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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